
＊　这篇文章是我的博士论文《市场化及其社会政治后果:两个地区的实践》的一部分。论
文的实地研究得到了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东亚研究中心 、国际研究所和研究生院的资

助。特别注明外 ,本文的资料均来源于作者在 2001、2002年的田野调查和随后进行的补

充和跟踪调查。

①　2004年 8月由郎咸平引发的对某些国有(或集体)企业改制的质疑迅速引发各界对国有

企业改革的热烈讨论 ,足见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

政府权力 、精英关系
和乡镇企业改制

＊

———比较苏南和温州的不同实践

张建君

提要:通过对苏南和温州乡镇企业不同的改制方式的比较 , 本文分析了
改制背后的政治因素。虽然财政约束 、监管约束和信息约束可以部分地解释
两地改制方式的差异 , 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两地权力关系的不同 , 即政治约
束。本文指出是人民与政府之间 、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之间不同的权力关系
解释了谁可以参与 、谁被排除在外 , 谁的利益得到考虑 、谁的利益可以牺牲。
乡镇企业改制所揭示的问题对当下国有企业的改革有着借鉴意义。

关键词:政府权力　精英关系　乡镇企业改制

一 、引　言

乡镇企业的改制虽然在几年前已基本落下帷幕 ,但在其过程中所

展示的现象 、暴露的问题和改制方式选择背后的深层原因却仍然值得

探讨 。尤其是在目前国有企业的改革遭受一些质疑 、各界对产权改革

莫衷一是的情况下 ,
①
分析和检讨乡镇企业改制过程中的现象和问题

更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苏南和温州两个地区农村集体工

业(乡镇企业)改制的不同方式 ———苏南的暗箱操作和不公正的改制与

温州相对透明和公正的改制———的比较和分析 ,讨论了不同的约束 ,尤

其是地方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政治约束)如何决定和影响地方(社区)

92



政府对改制方式的选择。地方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决定了谁可以参与

到改制的过程中来 、谁被排除在外 ,决定了谁是受益者 、谁在被牺牲。

改制背后涉及政治因素(政治因素在这里主要指各相关利益群体

之间的权力关系 ,而不是指意识形态和国家政策意义上的政治因素),

改制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政治过程 ,改制涉及到生产性资产的再分配和

生产关系的调整 ,它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各相关群体的利益;各相关群体

也会基于自身在权力结构中的位置和能力 ,对改制方式和改制过程施

加影响 。所以 ,怎么改制 、怎么协调照顾各个群体的利益 ,都将对经济

平等和社会分层产生长期的结构性影响 。

综观近几年国内外关于中国改革开放中乡镇企业改制的研究 ,我

们发现 ,很少有人探讨改制过程和改制方式选择背后的政治因素 。现

有的文献主要集中在改制的原因(Whiting ,1999;Kung , 1999;Ho et al.,

2000;Li ,2003;Park &Shen , 2003;冯曲 , 2000;姜长云 , 2000;张军 、冯曲 ,

2000;支兆华 , 2001), 改制方式的描述和各方主体的讨论(如秦晖 ,

1997 、1998;邹宜民等 ,1999;姜长云 ,2000;范从来等 ,2001);也有关于改

制对企业表现(效率)的影响 (Li &Rozelle ,2003;秦晖 ,1997 、1998;张

军 、冯曲 ,2000;姜长云 , 2000;范从来等 ,2001)和改制的其他后果的讨

论(比如 ,Ho 等人考察了改制对工资结构的影响 ,见 Ho et al.,2002;黄

少安等指出持股差距的扩大带来了经营者固化 、分工挤压工资等 ,见黄

少安 、魏建 ,1999)。一般认为 ,乡镇企业转制的根本原因是在宏观经济

形势变化(如市场的逐步完善 ,竞争的加剧 ,宏观调控和信贷紧缩等)的

情况下 ,乡镇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调整和再分配的结果 ,尤其是

乡村政府和企业经营者之间博弈的结果 。

现有的解释至少存在以下不足 。首先 ,很少有人讨论企业工人和

社区居民在改制中的角色和作用。我同意乡村政府和企业经营者是改

制中的主导利益群体 ,他们的互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改制的路径 ,但

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工人和社区居民毫无作用 。如果他们抵制或挑战改

制 ,那么改制将不能顺利推进(就像国企改制中遇到的问题一样);或者

如果乡村政府预期到他们会抵制 ,乡村政府也不会毫无顾忌地按照自

己的意愿推行改制。因而 ,采取什么样的改制方式以及改制能否顺利

实施 ,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工人是否接受(不管是积极还是消极)改制

方案和(或)政府对工人和社区居民态度的预期。第二 ,现存的研究不

能回答为什么不同地区(尤其是像苏南和温州)会采取不同的改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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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第三 ,现有的研究大多局限于经济领域 ,没有从更广泛的政治和社

会的角度去分析改制背后的决定因素。

以上三个不足背后的共同问题是对当地经济社会及政治结构关注

不足 。我的研究尝试弥补此不足 ,把改制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和社

会条件下 ,从地方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中寻找原因 ,以求深刻理解这一

现象 。正如怀特·米尔斯在《社会学想象力》中所提倡的 ,只有当我们把

社会现象置于历史和社会结构的交叉点上 ,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社会

现象(Mills ,1959)。本研究运用历史比较法 ———即从历史的角度比较

两个不同发展模式的社区样本 ,以求揭示改制背后的政治因素。

本研究选定的两个样本是代表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两个非常不同

的发展模式的苏南和温州地区。苏南是乡镇企业的发源地和典型代

表 ,其地方政府一直在农村工业化和区域经济发展中起着支配或积极

作用(Byrd &Lin ,1990;Kung ,1999;Chen , 2000;Whiting ,2001;周海乐 、周

德欣主编 ,1996)。不论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还是在 1978 年改革开放以

后(一直到改制前),苏南都曾经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重镇 ,收入分配

的相对平等是当地政府追求的目标。相比之下 ,温州则走了一条截然

相反的发展道路:民营经济一直是当地发展的动力 ,而地方政府只是起

了一些支持和补充的作用。① 但乡镇集体企业在温州也是存在的 ,虽

然远不如在苏南那么重要。与苏南相比 ,温州曾长期处于计划经济的

边缘地带 ,改革以后出现了以市场为导向和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自发

进程 ,政府基本无力调整收入分配 。两个地方的乡镇企业都在 20世纪

90年代末期进行了改制 ,但采取的方式及结果非常不同 。为什么苏南

出现了不透明和不公正的改制 ,从而迅速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而温

州则出现了相对透明和公正的改制 ,从而基本照顾和保证了各相关群

体的利益 ?本文将揭示:不同的改制方式正是两个地方过去形成的权

力关系的产物。具体地讲 ,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并在改革以后得到加

强的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不同的权力关系 、以及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之

间不同的权力关系决定了两个地方采取不同的改制方式 ,并均能成功

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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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内外对温州模式的研究有浩繁的文献。主要的英文文献有:Nolan &Dong , 1990;Liu ,
A., 1992;Liu , Y_L., 1992;Parris , 1993;Whiting , 2001。主要的中文文献有:袁恩桢编 ,

1987;张仁寿 、李红 , 1990;史晋川等编 , 2002。



文中所用的资料主要来自笔者在 2001和 2002年在上述两个地方

进行的田野调查 。笔者在了解面上情况的同时 ,还细致地了解了两地

一些乡(镇)和村的改制情况 ,尤其是苏南的改制 。深入访谈了大约

200个人 ,其中有政府官员 、原乡镇企业厂长经理和改制后的新所有

者 、工人 、社区居民 、银行官员等等 ,他们或者是当时改制的直接参与

者 ,或者是利益相关人 ,因而都熟悉当时的情况。

本文拟从描述两个地方不同的改制方式过程入手 ,讨论当地官员

对他们所采取的改制方式的解释 ,以及这些解释存在的问题。在此基

础上 ,作出笔者的解释:即地方权力关系是决定两地采取不同改制方式

的根本原因;并探讨改制对两地财富分配(阶级结构)和政治前景的可

能影响。

二 、暗箱操与相对透明的改制

20世纪 90年代中期 ,尤其是 1997年以后 ,苏南的地方(或社区)政

府对他们所有和管辖下的集体所有企业进行了改制。① 他们首先转掉

了小企业 ,然后决定迅速转掉所有的企业。很多地方甚至制订了一个

时间表 ,把企业改制变成了一项政治任务 ,要求在一定时间内完成 。②

例如 ,我所调查的一个镇要求在 1997年完成乡镇企业改制 80%,1998

年完成 90%,等等(访谈对象 57③,镇干部)。在这种情况下 ,乡镇企业

的所有权在很短时间内迅速易手。到 2000年底 ,除了少数“大而赢”和

“大而亏”的企业外 ,大部分乡镇企业都完成了改制(参看史易 、赵小剑 ,

2001)。余下的少数企业也在随后的几年里被陆续处理。从规模和速

度上来说 ,苏南的改制基本上相当于前苏联和东欧的大规模私有化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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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访谈对象的编号沿袭了我在论文中的编号。

蔡永顺也提到了这种运动式的改制(Cai , 2002)。秦晖(1997)、张军等(2000)对乡镇企业
改制的研究也发现 ,在苏南一些地方 ,上级制定了时间表要求在一定时间内完成改制。

苏南的改制基本上经历了两轮。第一轮把乡镇企业转变为股份合作制———一种基本相

似于管理层和工人持股的改制。在这种安排下 ,管理人员和工人根据他们在企业里的位
阶 、工作年限等指标购买本企业的股份 ,同时政府也保持一定比例的股份。但股份合作

制只是暂时的安排。改制很快进入了第二轮 ,即彻底的产权转移。这主要是通过政府退
出其拥有的股份和工人股份向管理层集中实现的。当然 ,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进行了两

轮改制。股份合作制只进行了试点 ,在部分企业里推行。本研究主要讨论最后的改制。



所谓的“休克疗法”。

苏南改制的基本特点是它的不透明性 ,可谓暗箱操作 ,即地方(或

社区)① 政府快速处理了其辖下的企业 。从理论上来说 ,当一个企业

改制时 ,应该有五个方面的利益相关者出席:一是事实上的所有者———

地方政府;二是企业经营者;三是工人;四是名义上的所有者 ———社区

居民②;五是债权人即银行(如果企业有贷款的话)。但在改制过程中 ,

改制变成了两方的游戏 ,即政府领导和企业经营者之间的游戏(邹宜民

等 ,1999),其他几方利益相关者 ———工人 、社区居民和银行———都被关

在了门外 。在很多情况下 ,政府内有资格参与决策的只限于几个人 ,尤

其是党委书记和乡(镇)长 。以无锡的五陶镇③ 为例 ,据该镇一干部

讲 ,他们镇转制时主要是“党委书记说了算 ,别人根本没有份儿 ,识相的

镇长和副职们也都有意识地让书记决定”(访谈对象 57 ,镇干部)。不

透明的改制带来了背后的操控和讨价还价 ,结果极大地便利了当时在

任的经营者 ,同时也可能为参与决策的官员带来利益。④ 表1 、2 、3列出

了该地改制的主要信息。

从表 1 、2 、3中可以看出 ,在任的厂长(经理)是改制的最大受益者 。

在五陶镇 ,除了一个例外 ,所有的镇办企业都转给了现任的经营者 ,那

力村更是把所有的企业无一例外地转给了现任的经营者。相比之下 ,

苏州的万光镇倒是表现出了一些多样性。23个镇办企业中 ,有 4个处

理给了外边的人 ,其中包括 2个外省人。尽管如此 ,现任的经营者仍然

是最大的赢家。如果我们加上其他管理人员 , 80%以上的企业转给了

现任的管理人员 。换句话说 ,经营者买断 ,或者说内部人私有化 ,是苏

南改制的主要方式和结果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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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这一发现与其他发现是一致的 ,见秦晖(1997)、邹宜民等(1999)、Kung(1999)、Oi(1999)、

Li&Rozelle (2003)。

我在苏南做调查时 ,社会上流行着一些传言 ,说是一些政府官员尤其是党委书记和乡镇

长从改制中谋取了不少好处。企业经营者通过向他们的政府主管行贿以求得到有利于
他们的改制结果。无锡市检察院公布的信息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传言。 信息显示 ,

从 1997年到 2000年 ,检察院收到的关于经济犯罪的公民举报线索中 ,公有企业的改制和

破产占了最大的比重。

作者对苏南的地名进行了匿名化处理。

尽管社区居民对乡镇企业并不享受任何所有者应该享受的权利 ,也不行使任何形式的实

际控制 ,但还是有合法的理由来宣称他们的所有权资格。这是因为乡镇企业最初来源于
集体积累 ,并且在成长过程中得益于工人(大部分为社区居民)的低工资。

本文所说地方(社区)政府主要指乡(镇)和村级政府。



　表 1　 五陶镇(无锡)镇办企业改制的基本情况

(资产 、资产—负债单位:10000 元)

企业 改制时间 谁得到了企业 固定资产 改制时资产—负债情况

1 1998.3.25 经理 772 210.53

2 1998.3.25 经理 1328 -858.71

3 1999.4.1 经理 1205 -329.75

4 2000.6 销售经理 3862 几乎破产

5 1998.3.25 经理 442 460

6 1997.10.20 经理 204 12.08

7 1997.10.20 经理 66 缺

8 1997.10.20 经理 373 -82.64

9 1997.8.8 经理 1984 260.74

10 1997.12.31 经理 212 333.44

11 1997.12.31 经理 141 242.87

12 1997.11.1 经理 337 -69.58

13 1997.9.8 经理 13 23.20

14 1997.1.1 经理 276 85.70

15 1997.10.1 经理 18 6.16

16 1997.2.1 经理 14 -9.34

17 1997.4.1 经理 44 -13.62

18 1997.10.1 经理 8 缺

总计 11299 273.08

　　注释:①这里列出的 18个企业只是该镇工业总公司下属的镇办企业。还有一些镇办企业

归属农业公司和多种服务公司。但表中列的企业基本上是该镇规模比较大的企业。

②资产—负债:正的数字指在负债被抵消以后还有净资产;负的数字指负债大于资

产。

③在我做调查时 ,企业 4还有一些遗留问题。该企业基本破产。该企业的前任经

理被提拔为镇工业总公司经理 ,后又被提拔为副镇长。

资料来源:作者的田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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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那力村(无锡)村办企业改制基本情况 (企业单位:个)

谁得到了企业 改制时资产—负债情况

现任厂长经理 13 正资产: 5

负资产: 1

零资产: 7

总数: 13 总数:　 13

　　资料来源:作者的田野调查。

　表 3　　　万光镇(苏州)镇办企业改制基本情况 (资产单位:10000 元)

改制时间 谁得到了企业 改制时资产—负债情况

1998以前 3 经理 13 正资产 13

1998 4 销售员 2 负资产 6

1999 9 其他管理人员 2 零资产 3

2000 7 外部人 4 不清楚 1

不清楚 2

转移总资产 6743.69

总数 23 23 转移总负债 6076.60

　　资料来源:作者的田野调查。

　　工人们成了输家。① 作为直接的利益相关人 ,同时也作为名义上

的所有者(因为大多数的工人是当地居民),工人们没有被征询意见 ,更

不用说参与改制的过程了。他们的利益无从得到保障 ,也没有得到任

何的补偿 。而且 ,在改制的过程中 ,关于补偿的动议根本就没人想到或

提出过。当我在访谈中提到有关对工人补偿的问题时 ,访谈对象们先

是惊讶 ,然后随即摇头:“补偿 ?没有补偿 ,从来没有人提到过。没这个

事”(访谈对象 64 ,镇工业办干部)。在随后的企业人员调整中 ,工人中

的有些人成了裁员的对象 。②

相比之下 ,温州乡镇企业改制采取了非常不同的方法。温州通过

相对透明的方法 ,一个一个逐步地转掉了他们的集体企业 。明显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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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当然 ,苏南的地方(社区)政府也在改制前后要求新的企业所有者尽量不要裁减工人 ,以

免引起失业上升和社会不安。不过这种要求并没有强制性。

国有银行也是大输家。新的企业所有者采取各种手法逃废银行债务,因为银行归中央政

府。关于改制过程中的逃废银行债务问题 ,参看史易 、赵小剑(2001)。



同有三个方面:第一 ,在做出最终决定前 ,不同的改制方案被提出来在

员工(包括经营人员和工人)中讨论 ,只有在基本形成共识后才会进入

下一步;第二 ,一旦决定拍卖 ,政府会进行公开竞标 ,因而存在竞争(尽

管局限于企业内部的人);最后 ,根据在工厂中工作的年限 ,工人们会得

到相应的补偿。

以温州乐清市虹桥镇的转制过程为例。在 80年代 ,当乡镇企业被

叫好的时候 ,虹桥镇曾以其发达的乡镇企业在温州闻名一时(赵顺鹏 、

朱知喜 ,2000)。因此虹桥可以说是温州地域上最接近苏南模式的乡

镇。从1993年开始 ,虹桥陆续把镇办和村办企业一个一个地改制 。①

到2001年底 ,除 2个以外 ,虹桥转掉了所有镇办企业。从总体上讲 ,改

制的过程是透明的。在任何一个企业改制之前 ,镇有关部门都会先征

询有关各方的意见 ,提出各种可能的方案来讨论 。例如 ,2001年 ,当镇

政府决定为一个镇办企业改制时 ,他们提出了三种方案:股份合作制;

租赁;拍卖 。镇企业办召开了几次会议听取职工的意见 ,还做了一个问

卷调查了解大家的态度 ,看工人们同意不同意改制 、同意以什么方式改

制等等(访谈对象 176 ,镇企业办干部)。另一个镇办企业的厂长告诉

我 ,他们厂自 1993年改为股份合作制以来一直惨淡经营 ,但要改制也

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根据《工会法》的规定 ,要 70%的职工通过才能改

制。别说职工了 ,本厂的支部都通不过。所以也就无法改”(访谈对象

174)。只有在达到基本共识以后 ,改制才能继续。如果决定了拍卖 ,那

么会在镇政府进行公开的招标 。尽管招标不对外公开 ,但至少为企业

内部人员提供了竞争的机会。1994年当乳制品厂改制时 ,当时的厂长

和两位副厂长参加了竞标 。最后 ,该厂以 4151688.88元成交 ,比标底

价高出了 100万元(赵顺鹏 、朱知喜 , 2000:137)。企业被拍卖后 ,镇政

府从拍卖企业的所得中拿出一部分钱来补偿工人 。工人们得到补偿

后 ,原来的劳动合同宣告终止。新的合同可以在新的所有者和工人双

方自愿的基础上重新签订。在虹桥改制的文件里 ,很大部分是关于给

工人补偿的文字 ,因为每个人都要在收据上签名盖章。例如乳制品厂 ,

工人们根据人头(每人5000元)和在工厂的工作年限得到了从 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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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除经济原因外,温州的改制主要是政治原因引起的。当外部政治和意识形态环境渐渐有
利于民营企业以后 ,温州就开始为原来的“红帽子”企业摘帽子 , 同时改革他们的乡镇集

体企业。邓小平 1992年南方谈话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



到3万元不等的补偿。① 通过事前征询工人们的意见和事后对工人们

进行补偿 ,工人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护 ,他们的反对因而也被

缓解了。补偿也为随后的企业重组和瘦身扫清了障碍 。

表 4 归纳出了两个地方改制的主要区别(见表 4)。

　表 4　 苏南与温州改制的主要特点

苏南 温州

规模 大规模 逐渐地 ,一个一个地

过程是否透明 不透明 ,操控广泛存在 相对透明

新所有者如何产生 官员与经营者的闭门协商 企业内公开竞标

谁最终得到了企业 内部人占绝对多数 ,尤其是现任经营者 主要是内部人

有无工人参与 无 有

工人是否得到补偿 否 是

　　从表 4可以看到 ,两地改制的主要区别在于过程是否透明 ,工人们

是否被允许参与 ,以及工人们是否得到了补偿 。通过这一比较不难发

问:为什么苏南和温州改制的方式如此不同 ? 下面我将首先讨论当地

政府官员给出的解释 ,然后予以分析并作出我自己的解释。

三 、地方官员的解释及其问题

在《转型与经济学》中 ,罗兰得(Roland , 2000)列出了私有化过程中

的各种约束 ,包括财政约束 、政治约束 、信息约束 、管理约束和现金流约

束。事实上 ,这些约束中的大部分都被当地官员提到了 ,虽然他们使用

的是一套他们习惯的表达术语 。

在苏南 ,当我问到当时改制的方式和政策选择的背后原因时 ,当地

官员给出了三种解释 。② 一种解释是急于改变现状的时间压力使得他

们不可能对改制方案有更多的考虑和选择。第二种解释是大规模的迅

速改制是改制启动后政府管理和监控能力不足的反应 。第三种解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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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访谈对象 55 、83 ,政府官员;71 、73 、74 ,政策研究人员。

这种补偿相似于国有企业改制中采用的买断工龄。



严重的“内部人控制”和信息不对称使得外边的人不敢轻易竞标 ,从而

出现有利于现任经营者的结果 。这三种解释大概对应了财政约束 、监

管约束和信息约束 。① 它们部分解释了改制的规模 、速度和现任经营

者的优势 ,但并没有解释采取不透明的改制的必然性 ,也没有解释为什

么这样的改制能够有效执行 ,没有遇到挑战和抵制 。

(一)财政约束

让我们首先来看看第一种解释 ,即急于改变现状的时间压力的解

释。这种解释是说 ,当时问题重重的乡镇企业已经严重影响到当地的

经济和地方(社区)政府的收入。考虑到乡镇企业在当地经济中的比

重 ,问题就更显严重 。在很多乡镇 ,乡镇工业创造了 90%以上的工业

产值 , 乡村政府财政收入中的相当部分也来自乡镇企业(Whiting ,

2001)。而在 90年代中期 ,乡镇企业却遇到了严重的问题 ,尤其是债务

问题。一个公认的事实是 ,苏南改制的直接原因是债务危机(参看史

易 、赵小剑 , 2001)。1992年和 1993年高涨的投资冲动在 1994 年宏观

调控和银根收紧以后遭遇了困难 ,但头脑发热的地方政府和乡镇企业

转而从别的途径来寻找资金以满足其投资饥渴② ,这个途径就是集资

———通过乡村政府向内部职工 、社区居民甚至外界集资 ,承诺的利率在

15%左右(访谈对象 24 ,镇干部)。但这很快被证明是饮鸩止渴 ,因集

资款难以偿还而引发的事件频频发生(史易 、赵小剑 ,2001)。很多乡镇

企业负债率居高不下 。以昆山为例 ,改制前乡镇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

率达到了 75%,而那些准备在改制中破产的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达到了

134%(作者的田野调查)。而昆山的情况还不算差的。乡镇企业严重

的债务负担和下滑的业绩不仅影响到地方经济 ,也直接影响到地方官

员和政府工作人员。官员们之所以受到影响 ,是因为他们的工作业绩

和职业生涯与经济发展指标密切相关 。③ 更为尴尬的是 ,个别乡镇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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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苏南有着可以说是全国最为发达的干部考核机制。考核指标中经济发展往往占很大的

比重(参看Whiting ,2001)。

关于形成乡镇企业的投资饥渴机制 ,参看韩云(2000)。

现金流约束是指个人有没有足够的资金来购买企业。由于以下原因,现金流约束在当地
并不是非常严重。第一 ,中国渐进式的改革已经催生了一定的个人财富。实行多年的承

包经营责任制和乡镇企业集体产权下监督的缺乏等 ,都为经营者积累个人财富提供了条
件(参看邹宜民等 , 1999);第二 , 因为很多乡镇企业都是中小企业 ,因而购买并不会涉及

很严重的资金约束;第三 ,分期付款 、抵押和其他一些方法可以用来缓解约束。



责人因为政府为乡镇企业的借贷担保而被法庭传唤 ,如一个镇党委书

记在一个月内竟被传唤两次(访谈对象 5 ,学者)。下降的政府收入也

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政府工作人员的收入和奖金。① 以前曾是“现金奶

牛” ② 的乡镇企业 ,现在却变成了政府的负担。③ 这意味着财政约束已

经变成了地方政府急于对乡镇企业改制的重要原因。某镇的书记谈了

他当时的感受:“当时我们压力很大 ,一上班就怕被人追债 。别说政绩

了 ,只要少点麻烦就谢天谢地了。所以大家都感到乡镇企业不改不行

了”(访谈对象 24)。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地方(社区)政府匆忙而迅速

地对乡镇企业进行了改制。结果是 ,时间的急迫性使得更细致周全的

计划变得不可能 ,选择现任的经营者就变成了一个容易而方便的选择 。

与其他人相比 ,现任的经营者对其经营的企业更熟悉 ,有现成的供销渠

道和关系网络 ,因而政府官员们相信 ,一旦产权实现变革 ,现任的经营

者们能很快改变企业的经营状况。④ 简单地说 ,这种解释认为 ,对改变

当时经济状况的支配性的考量和时间的急迫性决定了改制方式的选择

和改制速度。

这个解释得到了部分经验证据的支持。这些证据包括苏南和温州

之间的差异和苏南区域内的差异 。与苏南不同的是 ,民营经济在温州

经济中贡献了很大的份额 ,而集体经济的贡献则微乎其微。据统计 ,

1990年民营经济占温州工业产出的比重达到了 75%, 而在苏南 98%

的工业产值是由乡镇企业实现的(Whiting ,2001:32)。⑤ 温州的地方(社

区)政府在财政收入上对乡镇企业的依赖也小得多 。因而 ,温州的地方

(社区)政府并没有通过乡镇企业改制而扭转地方经济表现的需求。

即使在我所研究的苏南的两个镇 ,改制的迫切性和时间压力也因

为乡镇企业对当地经济的重要性不同而有所不同 。尽管两个地方在

90年代中期以前走了一条相似的发展道路(乡镇企业模式),但从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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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实际上 ,民营经济在温州的真正贡献要远大于官方统计所显示的份额 ,因为有很多所谓

的集体企业都是戴“红帽子”的假集体。关于“红帽子”企业 ,参看Zhou , 1996。

很多人相信 ,在多数情况下 ,乡镇企业的问题主要是由机制引起的而不是由经营者的无

能引起的。因而 ,通过改变所有权而创造激励就成了解决问题的首选方案。

国内一些学者或者从理论分析(如张军 、冯曲 , 2000)出发, 或者从实证分析出发(如徐志
明 、张建良 ,1997),都发现乡镇企业对地方(社区)政府价值的下降。

“现金奶牛”为英文 Cash cow的译文 ,意指乡镇企业为社区政府带来了收益。

提高政府财政收入是地方政府发展乡镇企业的最初动机之一(参看 Byrd &Lin , 1990;Oi ,

1992;Jin &Qian ,1998)。



年代中后期开始 ,由于外资进入的不平衡 ,两个镇经济的构成发生了变

化。在五陶镇(无锡),乡镇企业仍然是当地工业的主体;但在万光镇

(苏州),大量外资的进入使得原来乡镇企业的重要性迅速下降。万光

处在昆山 ,一个因 90年代以来吸引了大量外资而著名的地方。一些简

单数字可以说明外资在昆山经济中的重要性。2000年 ,昆山大约 60%

的财政收入 、70%的国内生产总值和 80%的出口是由外资创造的(访

谈对象38 ,官员)。这意味着外资已成为当地经济增长的主要成分。乡

镇企业相应地失去了其以前的重要性。也就是说 ,与五陶相比 ,万光的

经济在更低的程度上受到乡镇企业的影响。这使得万光在乡镇企业的

改制上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考虑方案的选择和具体实行。事实上 ,万

光在改制中也确实表现出了比五陶更丰富的形式和更长的时间跨度 。

五陶基本上把所有的企业都转给了现任的厂长经理 ,万光则把镇办企

业中的 4个卖给了外边的人 ,其中还包括两位外省人 。五陶在 3年内

将所有企业都完成了改制 ,而万光则花了5年的时间来做这一工作 。

(二)监管约束

第二种解释认为迅速的改制是对政府管理能力不足的一种反应 。

一旦政府决定要对乡镇企业进行改制 ,行政管理方面的约束马上就变

得非常突出。让有限的政府管理人员来负责对众多的乡镇企业进行资

产评估和资产监控 ,其困难显而易见。例如五陶镇在 1997年转掉了 13

个镇办企业 ,而监管这些企业的镇工业总公司只有十多个工作人员 。

即使这些工作人员的积极性都被充分调动起来了 ,也会力不从心 。更

重要的是 ,当改制在一些企业启动后 ,其他企业的经营者看到这是最后

的转移公有资产的机会 ,采取各种手段侵蚀公有财产 。他们迅速行动

起来 ,以各种方式转移或隐匿资产 ,混水摸鱼 。有几个访谈对象都提

到 ,改制刚开始时还比较规范 ,改制程序和资产评估也比较认真 ,但越

到后来越混乱 , “厂长经理们也越来越少顾忌 ,越来越清楚怎么转移资

产 ,因为他们清楚以政府有限的几个人手 ,根本看不住那么多企业”(访

谈对象57 ,镇干部)。与此同时 ,政府也意识到 ,如果不改制的话 ,那些

赢利的企业早晚也会变成亏损的企业 ,因而不得不决定迅速转掉所有

的企业。也就是说 ,快速和大规模改制是对政府管理和监控能力不足

和防止资产进一步流失的应变措施 。

反之 ,从温州的改制看 ,这个解释也有其道理 。温州的乡镇集体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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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为数少得多 ,因而监管上的约束也大为降低 。但是 ,监管约束更多的

是不同改制方式的一种结果而不是原因 。温州逐步地 、一个一个地 ,而

不是大规模地对乡镇企业进行改制 ,这就把监管约束分散到了更长的

时间段里 。在每一时间段里 ,只有几个企业在改制 ,这就使得政府部门

有较高的能力进行监管。更重要的是 ,在温州的改制过程中 ,至少有两

个措施降低了监管约束:第一 ,竞标的存在降低了现任经营者通过改账

侵蚀公有财产的积极性。因为不到改制的最后阶段 ,谁都不清楚谁最

终会得到企业。如果由别人中标的话 ,现任经营者的努力可能就白废

了。第二 ,在一些将要改制的企业 ,政府让全体职工或职工代表大会 ,

以民主的方式 ,选出工厂资产民主管理小组 ,对企业的资产进行监管 ,

并参与工厂的对外招标和资产处置(如虹桥钢木家俱厂和交通涂料厂

改制的时候 ,就采取了这种方式 ,参见赵顺鹏 、朱知喜 ,2000:136)。这

些措施有效地降低了监管约束和公有资产的流失 。

(三)信息约束

现在让我们来检讨第三个解释 。正如一个镇干部所说:“只有现任

的厂长经理才对他们经营的企业知根知底 ,别人不知深浅 ,谁敢去冒这

个险 ?再说 ,你不转给他(现任的厂长经理),他会跟你捣乱”(访谈对象

57)。也就是说 , “内部人控制”给了现任的经营者更多的优势来得到企

业 ,因为信息不对称和高风险影响了别人来竞标。信息不对称意味着

企业对现任的经营者更有价值 ,从而使他成为得到企业的最合适人

选。①同时 ,原有企业经营者通过经营实践和长期的关系性投资积累

了自己的人力和社会资本 ,使得他们在购买企业时具备优势地位(谭秋

成 ,1999)。

不可否认 ,在乡镇企业发展的过程中 , “内部人控制”是一个比较突

出的问题 。随着市场竞争的激烈 ,地方(社区)政府为了激励经营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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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当地还有一种想法认为转给现任的经营者实际上是对他们以前工作的补偿 ,经营好的可
以从改制中获得以前应得而没有得到的补偿 ,同时那些经营不好的人也应当接受他们自

己创造的烂摊子。



得不给他们更多的自主权和对企业的控制权 。① 其中一项控制权力就

是经营者对其他重要岗位的人事任命权 ,尤其是财务主管的任命权 。

据那力村的会计介绍 ,在乡镇企业发展的早期 ,乡镇企业里的管理人员

基本上都是由政府任命的 ,尤其是财务主管:“那时候会计都是村里派

的。这是规矩 ,企业得接受 ,因为企业是村里的企业嘛” 。但随着时间

的推移 ,这种实践变得越来越不可行。企业厂长(经理)们或者通过把

政府任命的管理人员变成自己的盟友 ,或者通过操控把自己的亲信或

家庭成员安排到核心管理岗位上 。久而久之 ,企业就变成了他们的个

人王国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在万光的一个镇办企业里 ,经理把他

的情妇安排为财务主管;在五陶的一个企业 ,厂长通过活动把他不喜欢

的会计撵走 ,然后换上了自己的人(访谈对象 42 ,村支书)。

“内部人控制”使得外边的人 ,包括政府主管 ,很难了解企业的真实

经营状况 。企业做假账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有些学者(如 Ma et

al.,1994)发现很多企业有三本账:一本为自己掌握 ,一本为政府部门

准备 ,一本为银行准备。有时候企业从外边看起来可能还不错 ,但实际

上可能存在很严重的问题 。一个官员把这种现象称为“马桶现象”(访

谈对象 24 ,镇党委书记)。意思是说 ,当一个人蹲马桶的时候 ,他可能

看起来还挺体面 ,但他不能站起来 ,因为屁股上不干净 。乡镇企业即是

如此:重大的问题只有在经营者变更的时候才会被发现 ,因为只有那时

才有机会来评估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即使是万光镇主管乡镇企业很

多年的官员也说 ,在改制的时候 ,他才知道很多企业的状况原来那么

糟。这一点连他自己都感到吃惊:“说实在的 ,我管了这么多年的镇办

企业 ,一直认为自己挺了解情况 。但改制时才认识到不是那么回事 。

有些原来看起来不错的企业其实早就该破产了”(访谈对象 30)。例如

五陶镇的一个生产电饭锅的镇办企业曾因为产品的商誉和企业的高利

润率在该镇名噪一时 。作为奖赏 ,该企业的厂长被提拔为镇工业总公

司的经理 ,随后又被提拔为副镇长 。但企业的真实状况在他离开企业

以后才慢慢暴露出来 。不仅原来的库存被当作实际销售记在账薄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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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看 Chen , 2000。经济学家们很早就推测到市场化和竞争会推动制度创新 ,包括给经营

者更多的控制权和私有化(如 Jefferson&Rawski , 1994;McMillan&Naughton , 1991)。他们

的基本逻辑是:市场竞争会引起平均利润率的下降 ,同时影响到政府的财政收入, 从而推
动企业和政府进行包括技术进步 、减少成本和制度创新在内的一系列创新。张维迎 、栗

树和(1998)也从相似的逻辑推出竞争会导致地方政府对其所辖的国有企业进行民营化。



企业还背负大量的债务。改制时 ,企业几近资不抵债。

考虑到内部人控制 ,外边的人可能会因为不知深浅和风险太大而

犹豫 。另一方面 ,如果改制不利于现任经营者的话 ,他可能会不配合或

抵制 ,为新的所有者制造障碍。尽管如此 ,如果有机会的话 ,企业里别

的经营者很可能愿意参与竞争;社会上也总会有些人愿意参与竞标 ,因

为当时很多人认识到这是占集体便宜的“最后的晚餐” ,过了这村就没

那店了。事实上 ,万光发生的一个例外的情况正好反驳了当地官员以

上的解释 。

　　威宵是万光镇(苏州)惟一通过公开竞标而改制的企业 。当时

新上任的镇党委书记想采取一种有别于前任的做法 ,威宵因而就

变成了一个样板 。尽管竞争只在企业内进行 ,它还是吸引了五个

竞争者:现任的厂长 、两个销售员 、一个车间主任和负责保管仓储

和原材料的主任 。拍卖的起价是(人民币)1090000 ,几轮下来 ,涨

到了 1560000。出价最高的人———车间主任 , 最终得到了企业 。

(访谈对象 33 ,该企业现任老板)

非常清楚 , “内部人控制”并不能充分地解释苏南改制之所以采取

不透明的方式 ,因而极大地有利于现任经营者这样一种结局。正像上

述这个例子和温州的情况所展示的那样 ,竞争可以缓解信息的约束 。

根本不提供竞争的机会却预测和放大竞争的困难是没有道理的 。

上述三个解释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苏南改制的某些方面 ,比如速度 、

规模以及现任经营者在竞争中的优势 ,但并不能充分解释为什么苏南

的地方(社区)政府可以采取那样不透明的方式来改制 ?为什么工人和

社区居民的利益根本就没有被列入考虑范围 ?为什么改制在当地能够

比较平静地实施 ?如果当地政府采取透明的方式来改制 ,允许别的管

理人员和企业的工人加入到改制的过程中来 ,最后采取公开竞争的方

式选择新的所有者的话 ,那么管理和信息的约束就会得到缓解。但问

题是这些根本就没有被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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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权力关系作为根本原因

苏南和温州之所以出现如此不同的改制 , 其根本原因是两地面临

不同的政治约束 。这里的政治约束主要指两个因素:一个是政府与人

民(或社区民众)之间的权力关系 ,另一个是乡镇企业经营者(经济精

英)与社区干部(政治精英)之间的权力关系。资源依赖理论认为 ,权力

来源于对资源的控制和让对方产生依赖的能力(Pfeffer &Salancik ,

1978)。控制资源的一方能够对需求资源的一方制造依赖 ,从而产生权

力。一般来说 ,资源的重要程度 、稀缺程度和是否存在替代方式(机会)

是决定依赖程度 ,因而也是决定权力关系的主要因素。按照这个逻辑 ,

一个地方社区政府控制和影响人民的生存和发展机会的能力和程度也

就决定了该地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权力关系。这个视角也是理解经济精

英与政治精英之间权力关系的钥匙 。

苏南和温州不同的权力关系孕育于计划经济时期 ,在改革后由于

两地发展模式的差异而更加得到强化。虽然在计划经济时期 ,全国各

地的制度安排大体一致 ,但由于各地经济基础的差别 、历史文化原因 、

地理位置(离政治中心的距离和对于政治中心的重要性)差异 ,等等 ,各

地政府能力以及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权力关系并不完全相同 。这些不同

的起始条件也正是改革以后各地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重要原因 。

苏南的强政府和精英政治(即少数几个精英主导社区事务)有它的

历史根源和当代基础 。在解放以后的几十年里 ,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

因 ,苏南建立起了强大的地方政府 。首先 ,苏南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资源

条件使它在计划经济时代就建立起了良好的集体工业基础;而集体工

业基础则强化了地方政府的权力 。和其他地区比较 ,苏南具备众多发

展农村工业的优势:发达的农业为工业生产提供了必要的原始积累;地

理上接近上海 ,使它能够很容易地获得工业生产所需的技术 、人才和原

材料等;发达的交通 ,使它更便利地连接原料产地和市场;近代工业的

遗产 ,使它具备必要的管理技能和有技术的工人 ,等等 。这些条件使苏

南在集体经济时期就发展了它的工业基础。乡镇企业的前身———社队

企业 ———最早在50年代末就在苏南出现了(Whiting , 2001)。“文革”期

间 ,由于城市的生产秩序遭到破坏 ,再加上部分上海“知青”到苏南下

乡 ,苏南又藉此便利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社队工业 。从 70年代初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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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 ,其间无锡县社队工业的产值在全国县级单位中名列第一 ,这种地位

一直维持了很多年。1981年 ,无锡县社队工业的固定资产达到了 2.78

亿元 。相比之下 , 乐清县(温州市下属较大的一个县)社队工业的固定

资产只有大约 2千万(Whiting , 2001:130),还不及无锡县的 1 10。控制

一个发达的集体工业基础 ,为苏南的强政府提供了经济基础 。

一个强政府必然包含它从社会中摄取资源的强大能力(参见 Evans

et al., 1985)。在这方面 ,苏南政府有着非常高的摄取和控制财政资源

的能力。由于该地区为富裕地区 ,而且集体经济发达 ,政府手中控制的

资源和其他地区相比非常突出 。1978年 ,无锡的人均财政收入高达

258元 ,占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 37%(无锡市统计局 , 2001);而同年温

州的人均财政收入只有 24元 ,占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 10%(温州

市统计局 ,2001)。通过控制集体经济基础和掌握相对丰富的财政资

源 ,苏南的政府可以有效地控制或影响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机会 ,比如干

部可以决定谁到社队企业里工作(就业)和群众的收入分配 ,等等 。概

括地说 ,集体时代的遗产赋予苏南地方政府更多的权力和影响。

其二 ,苏南在解放前相对而言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及社会生

活 ,使它成为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的目标 ,其结果是导致强政府的建

立。苏南是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之一 ,当地曾孕育了很多著名的民族

资本家族 ,如荣家 、唐家等 ,还有为数不少的中小工商业者。如此历史 ,

使苏南在 1949年解放后 ,成为一个在政治上需要特殊处理的地区 。以

前的工业资本家和商人成了历次政治斗争的对象 。据无锡县史 ,无锡

县有 1373 个小工业者和小商人在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期间被错误地

划为资本家(1980年得到平反),这些还不包括那些“符合”这一成分的

人(中共锡山市委党史办公室编 ,1999:125)。这些人在政治运动中被

批斗。在这种政治氛围下 ,强政府得以建立 。① 这种政治氛围也催生

了该地区意识形态上的保守性 ,干部害怕犯政治错误 ,尽可能求稳。正

是因为苏南地方政府的强势和意识形态上的保守性 ,该地区成为全国

最晚实行农村分田到户改革的地区之一 ,一直到 1983年才全面实行分

田到户 ,比大多数地区晚了 3-4年 。② 这种状况实际上也影响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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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有学者(Jin&Qian , 1998)用 1983年时没有采用大包干家庭责任制的农户比例来测量社区

政府的政治力量(political strength)。基于这种测量 ,苏南社区政府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米格德尔(Migdal , 1988)在他的影响广泛的著作《强社会和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

会关系和国家能力》里曾指出革命是建立强国家的途径之一。



开放后苏南发展道路的选择。一位在无锡市工作的干部说:“历次政治

运动使人们对发展私营经济心存禁忌 ,甚至谈私色变 ,而发展集体经济

则是政治上比较保险的做法”(访谈对象 94)。

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社队企业)和政治(强政府和意识形态的保

守性)遗产使苏南在改革开放后选择了一条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 ,那就

是发展乡村集体企业 。这条道路使地方(社区)政府能够继续发挥它的

作用和维持它的权力 。① 苏南的社区政府和官员继承了集体经济时代

的遗产 ,同时又控制了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机会 ,限制甚至禁止民营企

业的发展(新望 ,2002),他们非常积极的扮演了企业家的角色来建立和

管理工业企业———诸如投资和担保 、管理人员的挑选和任用 、管理人员

和工人报酬总分配的确定 、企业之间的资金划拨 、税后资金的再分配和

运用 ,等等 。② 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国内外的赞扬 ,

苏南的干部曾自豪地宣称“社会主义在苏南” 。而城乡协调发展 、工农

业协调发展(以工补农)和收入分配的相对平等(共同富裕)则是苏南模

式受到赞誉的主要原因。但学者们也注意到了发展乡镇企业对地方

(社区)政府和干部的益处(Oi , 1992;Lin , 1995;Lin &Chen , 1999;邱泽

奇 ,1999)。发展乡镇企业的结果之一是:社区政府和干部通过发展乡

镇企业维持了对当地经济和人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这些影响表现在很

多方面 ,比如安排就业 、提供公共福利 、调节收入等。举一个简单的例

子 ,一直到很晚的时期(甚至在改制以后),社区政府还通过企业代扣代

缴本地工人的税费(如农业税等)。同政府和干部的强势相对的是社区

居民和工人的弱势。他们没有能力对社区事务施加影响 ,成为既定秩

序的消极接受者 。一个在党校工作的 、长期研究苏南的学者(访谈对象

6)称他们为“沉默的大多数” 。也就是说 ,政府与社区居民之间的权力

依赖关系在改革后依然存在 ,甚至还得到加强 。

因此 ,虽然苏南曾经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重镇 ,当地干部和社会

舆论也曾经赞扬苏南模式中收入分配的相对平等;然而 ,表面的平等并

不能掩盖背后权力分配的倾斜 。正如社会主义经济加强了国家及其代

理人———行政官僚 (Bureaucrat)和技术官僚 (Technocrat)(即所谓“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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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很多学者都从不同方面提到了社区政府在发展乡镇企业中的作用 ,参看谭秋成(2003)的

文献总结。

邱泽奇(1999)曾指出集体经济与地方威权主义和干部权力之间互相强化的关系。



阶级” 。参看 Djilas , 1957)的权力一样(Moore , 1987),苏南的集体经济

和政府主导型的发展加强了干部和乡镇企业经营者的权力 。

在苏南 ,很多简单的事实都可以让我们看到强大的政府和干部的

权力。如从壮观辉煌的政府办公大楼到影响极大的地方(社区)干部 ,

从组织严密至村级的各级权力机构到人们对政府权力的认知 ,等等 。

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 ,苏南的村级干部一般都享有准国家干部的待遇 ,

他们全职为村里工作 。① 也就是说 ,他们是职业干部 。苏南的土壤上

孕育了比其他地区更多的地方强人 ,这些强人影响甚至支配着当地的

政治 、经济和人们的生活 。这种权力关系在干部与群众的日常互动中

得到体现 。例如 ,在一次口角冲突中 ,一位村党支部书记对一位村民语

带威胁地说:“我要你去要饭 ,你就得去要饭”。据该村民介绍 ,村支书

蛮横地对待别人在他们村并不少见 ,因为“村支书掌握着好多村办企

业 ,他可以让企业雇谁 ,也可以让企业不雇谁” 。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乡镇企业经营者与社区干部的关系 ,即经济精

英与政治精英之间的关系。在苏南 ,我们观察到两个方面的现象 。一

方面 ,两个精英群体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 ,乡镇企业经营者

的地位随着时间推移而迅速上升 ,与干部讨价还价的能力增强。

由于乡镇企业集体所有而乡村政府又在许多关键方面对企业经营

发挥影响 ,企业经营者和乡村干部的密切关系自不待言 。最简单的事

实是 ,乡镇企业的经营者由社区政府指派 ,代表社区政府管理企业 ,他

们之间是资产所有者与代理人之间的关系(principle-agent)。一般情

况下 ,社区干部会尽量把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安排到企业经营者的位

置上 。在相当一些地方 ,企业经营者或者是社区干部的亲属 ,或者是他

们的朋友或亲信(Ruf , 1999;Lin &Chen , 1999)。如在我所调查的一个

村 ,村支书把他的哥哥派到村里赢利最好的企业(公墓)做负责人 ,同时

把他的老婆派去做财务;村里的采矿场则包给了他的亲信(访谈对象

9 ,该村村支书)。与此同时 ,两个群体之间也存在着频繁的流动。在村

一级 ,村干部和村办企业经营者交叉任职的情况非常普遍 ,有相当部分

村的支部书记或村主任兼任企业的负责人 ,或者由企业经营者兼任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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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村在我国并不是一级正式的政府组织。根据我国宪法 ,村是自治组织,村干部来自农民 ,

从位置上下来后一般的说会恢复农民身份。但在苏南 ,村干部享受很多国家干部享有的
特权。在我做田野调查的时候 ,上级政府正考虑为主要的村级干部购买养老保险和健康

保险。而这些在过去则是国家正式干部才有的福利。



干部 。① 在乡镇一级 ,虽然兼职的情况比较少见 ,但乡镇干部和乡镇企

业经营者之间的流动也是存在的。乡镇政府的工作人员或退下来的村

干部(尤其是支部书记),经常会被安排到镇办企业任职 ,企业的经营者

有时也会被提拔到政府部门工作 。例如 ,在五陶镇那力村 , 1985 年以

后先后退下来的 6位村支书中有 2人被安排到镇办企业任职。② 社区

干部和乡镇企业的经营者共同构成了支配当地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主要

力量 。也正因为如此 ,苏南的经济曾被广泛地称为“干部经济”或“精英

经济” 。

另一方面 ,随着时间推移 ,乡镇企业经营者逐渐成为最具影响力的

社会力量 ,在当地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优势变得非常显著 ,他们同政府和

干部讨价还价的能力也越来越强。由于乡镇企业在该地区经济中的比

重和重要性 ,乡镇企业的经营者在地方经济和社区中本来就举足轻重 。

这种优势地位 ,随着他们借助经济地位积累起的在各界的关系网络而

加强:他们利用工作和生意关系 ,加强与生意伙伴的商业网络;通过借

贷往来 ,形成了与银行的密切关系;更重要的是 ,他们对政府官员进行

投资 ,从而建立起了在政界的人脉网络。其结果是他们在社区的影响

与日俱增 , 尤其是那些规模较大的企业的经营者。他们中有些人甚至

不把社区干部放在眼里。例如在那力村 ,村里根本不能节制其最大的

企业的厂长(来自访谈对象78 ,该村会计);在万光镇 ,几个大企业的厂

长经理也不怎么买镇领导的账 ,因为他们上可“通天” ———认识市里甚

至省里的领导(来自访谈对象 39 ,乡镇企业局干部)。有的乡镇企业经

营者 ,利用他们在上级政府那里的人脉关系 ,左右社区政府的人事任

命。我所熟悉的一个村办企业的厂长就通过他跟镇领导的密切关系左

右村里的人事安排 ,不仅村支书要在很多方面让着他 ,他还帮忙把他的

亲戚放到了村主任的位置上(来自访谈对象 40 ,企业厂长;访谈对象

80 ,村主任)。

社区干部与乡镇企业经营者的密切关系影响到改制的方式和参与

主体 ,在一些情况下 ,甚至不排除两者合谋寻租的可能性 ,即乡镇企业

经营者通过贿赂官员 ,从而以优惠的价格得到企业。两者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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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当然 ,随着市场竞争的激烈和企业经营的逐渐专业化 , 这种现象在乡镇企业的后期越来

越少。

关于这一现象,请参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无保”调查课题组, 1999。



也可能使他们一起排除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参与 。另一方面 ,经营者

们的优势使他们有能力在改制时影响政府采取有利于他们的改制方

案。也就是说 ,经济精英已经可以侵蚀干部的权力 ,影响政府决策的自

主性 。

了解到政府和人民之间倾斜的权力关系和乡镇企业经营者与干部

之间的密切关系 ,以及经营者的优势地位 ,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改制在这

一地区会采取这种不透明的方式了 。不透明的改制不是偶然和随机的

选择 ,恰恰相反 ,它反映了当地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 。它是威权体制

和精英政治的产物 ,是经营者与干部密切关系的结果 ,是经营者优势地

位的必然反映。政府相对于人民的强势 ,使它意识到不透明和不公正

的改制不会遇到工人和当地居民的反对和挑战 ,正像过去政府主导了

所有重大的决定而没有遭到人民的挑战一样 ,在他们的记忆中不存在

人民挑战的历史 ,因而才敢于勇往直前 。

　　在五陶镇 ,党委书记在决定了改制方案后召集了一次政府工

作人员的会议。在会上他宣布了决定 ,要求大家理解并支持改制 。

虽然一些人私下里对改制有不同意见 ,但没有一个人敢于公开表

达。这样改制的动员就算开始了 。对于工人和社区居民来说 ,他

们连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都没有 ,更不用说挑战了 。(访谈对象

57 ,镇干部)

相比之下 ,温州从计划经济时期继承的遗产是薄弱的集体经济和

弱势的政府。改革开放后 ,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则出现了新型的政府

与人民之间的权力关系;乡镇企业经营者也根本无法取得像苏南乡镇

企业经营者那样的优势地位来与社区政府讨价还价 。与苏南相反 ,温

州处于原社会主义再分配体制的边沿地带 。该地区地处偏僻 ,交通不

便(一直到 90年代才通铁路),离中心工业城市遥远 ,加之曾长期处于

对台前线的位置 ,解放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国家的投资微乎其微 。从

1949年到 1981年 ,国家对温州的投资只有 6亿多 ,相当于同时期国家

对宁波投资的 1 4(单东主编 , 2000:112)。结果是 ,国有部门非常弱小 ,

集体经济极其薄弱 ,人民生活非常贫困(张仁寿 、李红 ,1990)。据统计 ,

1978年温州的人均耕地只有 0.52亩 ,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1 3;农民

人均收入只有 113元 ,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全省 5个贫困县中有 3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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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袁恩桢编 ,1987);1980年人均财政收入只有 30元 ,相当于无锡的

1 10(参看表 5)。其发展的最初条件即是一个弱势的政府和薄弱的集

体经济。在这种条件下 ,地方政府连维持基本的职能都很勉强 ,更不用

说发展集体经济了。

　表 5　　　苏南(无锡)和温州人均财政收入的变化 1980-2000 (单位:元)

年份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无锡 286 422 513 1126 2582

温州 30 65 134 380 1004

　　注:无锡 1995和 2000年的数字是直接从统计年鉴上得来的数字。其他数字则是计算得

来的。计算公式:人均财政收入=总财政收入 总人口。资料来源:无锡市统计局编 ,

1991 ,1996 , 1997, 1998 , 1999 , 2000, 2001 , 《无锡统计年鉴》;温州市统计局编 , 2001, 《温州

统计年鉴》 。

　　温州因长期远离政治中心 ,再加上贫困的经济基础 ,其经济和政治

地位的重要性不像苏南那样高(苏南长时期以来为政治中心和其他地

区提供农业剩余 ,所谓“苏湖熟 ,天下足”),因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处

于相对被忽视的地位 。从 50年代的对台前线 ,到“文革”中武斗最严重

的地区之一(一些干部死于武斗 ,省政府不得不一度派军队去维持秩

序。参看温州市志编纂委员会 ,1998),一些地方的政府处于瘫痪状态 ,

无法维持起码的社会治安。一直到 80年代初 ,温州仍以混乱著称 。

1981年 ,曾有两个国家高级领导人指示浙江省解决温州的治安问题

(杨海鹏 、翟明磊 ,2001)。温州 80年代初的市委书记曾是浙江省主管

政法的书记 ,他到温州的使命之一就是恢复温州的社会秩序 。

资源条件和历史遗产迫使温州走上了一条不同于苏南的发展道

路。在过去的 20多年里 ,企业家或者说人民一直是温州经济发展的主

导力量。如果说苏南的发展动力来自于上边(政府和精英)的话 ,那么

温州发展的动力则来自于下边 。政府既然没有能力发展集体经济 ,为

百姓提供基本的生活条件 ,也就不能理直气壮地“控制”老百姓自发的

“致富”冲动。换言之 ,政府之弱势控制反而使温州地区的发展具有了

相当程度的自由空间 。从“文革”后期开始 ,温州就有人为了生存陆续

外出寻求机会 ,做些城里人不愿干的事 ,如贩卖小商品 、理发 、补鞋 、做

木匠 、铁匠等;或者在家里从事地下工业和商业 , 如弹棉花 、搞土纺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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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很多访谈对象都有到外边做小生意的历史。一位 60多岁的农民

说他早在 60年代就外出到江西等地卖糖果和其他小商品。到 70年代

末期 ,温州已经有号称“10万大军”的购销员队伍 ,同时有数十万人在

温州从事家庭工业。

用艾伦·刘的话来说 ,温州的发展可以用三个M 来概括:群众的首

创性(mass initiatives)、流动(mobility)和市场(markets)(Liu , 1992:699-

700)。群众的首创性是温州模式的根本特色 ,政府只是起了一些支持

和补充的作用 ,比如说政策上对当地一些比较超前的做法给予合法性

支持 ,帮助企业家获得必要的证照 ,等等 。有些国内的学者和温州当地

的百姓甚至认为温州的发展得益于温州政府早期的“无为而治” 。① 市

场 ,而不是政府 ,成为引导和左右人们经济活动和生活的核心机制和力

量。市场机制决定了温州人的机会基本平等 ,谁都可以通过努力工作

和个人能力获得成功 ,因而出现了面广量大的民营企业 。也正因为如

此 ,相对于苏南的“干部经济”或“精英经济” ,温州的经济被人们称为

“老百姓经济”或“人民的经济” 。

群众首创性的实践和民营企业的发展 ,催生了一个新的社会力量 ,

型塑了人民与政府之间新型的经济关系 。在政府的控制以外 ,出现了

一个为数众多而又日渐强大的企业家群体。到 1986年 ,已经有大约 1 

5的人口从事工商业 ,出现了 14603个家庭企业或合伙企业 , 470 个专

业市场 。民营企业的总数在 2000年约达到 4.7万家 ,个体工商户约达

到20万户(胡宏伟 、吴晓波 ,2002)。由于民营经济本身的特点 ,再加上

改革早期税收的不完善 ,人民迅速富裕起来 ,而政府的财政收入则在

80年代增长缓慢(参看表 5)。根据统计 ,从 1980年到 1990年 ,财政收

入占GDP 的比重一直在10%左右徘徊 。② 袁恩桢也记录了大量关于百

姓迅速富裕而政府却相对贫困(民富官穷)的例子 。例如 ,在苍南县钱

库镇 ,1985年实现的工业税收只占当年总销售额的 0.767%(袁恩桢

编 ,1987:255-256)。直到今天 ,虽然很多温州老百姓已脱贫致富 ,但

很多乡和村政府的办公条件仍然简陋得难以想象 。在一个村子里 ,村

委租了庙里的一间房子作为办公室 ,所有的办公用品就是两张桌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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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根据 2001年《温州统计年鉴》有关数据计算(参看温州市统计局 , 2001)。

当然 ,温州地方政府还是做了一些制度上的创新 ,藉此支持和合法化当地群众的社会实

践。比如说 ,他们在早期合法化和规范化了“挂户”实践 ,后来又通过对股份合作制的有
创造性的定义合法化了民营企业。



几把椅子;虽然村中家庭电话已基本普及 ,但村委会连部电话都没有 。

在另一个村子里 ,村支书把厂里的一间房子拨出来作为村办公室(他自

己是个老板)。这样的事情在苏南是不可想象的。

新的社会力量的出现和新的经济关系的形成 ,影响甚至决定着此

地的权力格局。一方面 ,不同于苏南的威权政府和精英政治 ,温州逐渐

出现了人民和政府之间相对均衡的权力关系 。因为人民不是主要从政

府那里获得生存和致富的机会(即他们不对政府存在依赖),因而也就

敢于挑战政府的权威 。如第一例农民状告县政府的案子;第一次村民

成功罢免村主任的事情;第一次农民状告政府“不作为”的案子;等等

(胡宏伟 、吴晓波 ,2002)。面对这样的人民 ,地方政府也不可能像苏南

的政府那样具有支配地位 ,他们必须相应地调适自己的观念和行为 ,在

与人民的博弈中达到一种平衡 。一位长期在(龙港)镇政府工作的干部

曾经深有体会地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反过来 ,有什

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 。政府在做决策时必须相对慎重 ,尽可

能把各方的利益纳入考虑范围 。

另一方面 ,乡镇企业经营者在温州根本无法取得像苏南那样的优

势地位 , 他们与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也极其有限。由于存在众多的民

营企业 ,乡镇企业经营者无非是无数企业家中的一小部分(而且可能是

并不非常优秀的一部分),他们在社区中的影响也就非常有限。以虹桥

镇为例 ,2000年该镇销售额排前 20名的企业中 ,镇办企业只有一家(该

企业正酝酿改制。别的已经改制的镇办企业也没有一家进入前 20

名),其他的都是私营企业 。因而乡镇企业经营者根本不可能像苏南乡

镇企业的经营者那样通过向政府施加影响 ,让改制完全朝有利于自己

的方向进行 。社区政府也不敢做出这样的选择。道理很简单:如果改

制不透明的话 ,那些靠自己的努力而获得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就会挑战:

“为什么我们辛辛苦苦地挣钱 ,他们却可以通过占集体的便宜而致富

呢?”(访谈对象 180 ,民营企业家)结果是 ,温州的地方(社区)政府在改

制时倒是可以不受乡镇企业经营者的左右 ,表现出了相当的自主性 。

虹桥一镇办企业的厂长就曾这样说:“改制是政府行为 ,企业自己做不

了主 。但政府事太多了 ,管不过来 。元件厂(另一镇办厂)嚷嚷几年了

都还没改 ,我们也只能等着。”(访谈对象 174)虹桥镇主管企业改制的

官员的话正好揭示了政府的担心和考量 。他说他们这里的改制必须公

开和公平 ,如果不公开和公平 ,工人和当地居民就会有意见 ,别的私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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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也会有意见 ,甚至会抗议 。“适当的优惠(给新所有者)是可以的 ,

但不能偏得太多 。政府部门谁都不敢操纵改制过程 ,把企业转给他们

自己喜欢的人”(访谈对象 181)。

事实上 ,他的担心并不是空穴来风 ,而是基于他对当地政府与人民

的关系的认知 ,基于对过去经验教训的总结 。前边提到的乳制品厂改

制时就遇到了挑战。虽然镇政府采取公开拍卖的方式对该企业进行了

改制 ,虽然工人们得到了相应的补偿 ,但因为中间操作上的瑕疵 ,工人

们认为他们应得到更大的份额 ,因而进行了抗议 ,有些人还到上级政府

部门上访 ,要求对改制进行调查。这些抗议使政府在后来的改制中更

加慎重(访谈对象 181 ,镇政府官员)。

表 6总结了两个地区改制面临的不同约束(见表 6)。

　表 6　　　　　　　　　　两个地区面临约束的差异

　　苏　　南 　温　　州

五陶(无锡) 万光(苏州) 虹桥

财政约束 高 一般 低

管理约束 高 高 低

信息约束 高 高 高

政治约束

　

　

支配型的政府和具备优

势地位的乡镇企业经营

者

支配型的政府和具备优

势地位的乡镇企业经营

者

人民—政府间较平衡的

权力关系;乡镇企业经

营者讨价还价能力一般

五 、改制方式对资产定价的影响

同前述的改制结果(怎么转 ,转给谁)受制于改制方式一样 ,资产价

格也直接受改制方式的影响。在苏南 ,不透明的改制为现任经营者制

造了改账和侵蚀公有资产的机会 ,客观上激励了转移和隐藏公有资产

的行动。其结果是低价出售变成了普遍性的做法 。两个方面的因素导

致了这个后果。一方面 ,企业转给现任的经营者基本确定 ,几乎没有悬

念;另一方面 ,最后的改制价格由正式的资产评估来决定。这样 ,几乎

所有的经营者都通过改账或别的转移资产方式来达到有利于自己的结

果。操控的手法多种多样 ,有些人压低资产和夸大负债 ,有些人把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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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到下属子公司或关联企业 ,还有人直接隐藏有价值的资产或设备

等 ,不一而足(参看史易 、赵小剑 ,2001)。所有这些操控的目的是降低

企业的账面资产 ,以便最后取得好的价格。如那力村一位改制老板(原

来村办企业的厂长)不无自豪地告诉我 ,改制时他把账做出了大约 25

万的净债务 ,这样在改制后的 5年内他就可以免缴土地使用费(以抵消

债务)。根据他的看法 ,改制时没有不做账的 ,做的“漂亮不漂亮”完全

取决于经营者有多“聪明”(访谈对象40)。

从表 1 、表 2和表 3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最后改制时卖出的价格 ,

以及现任的经营者们以什么样的价格得到了他们经营的企业。固定资

产大致反映企业的规模 ,资产—负债数也大致是最后的成交价 。如果

数字为正 ,那么新的所有者要拿出资金来购买;如果数字是负 ,说明该

企业负债大于资产 ,当地政府还需要承担部分债务 。在五陶镇 ,在 16

个我们掌握信息的镇办企业中 ,有 7个负债大于资产 ,这意味着镇政府

在把所有的资产转移给他们以后 ,还要帮他们还清多出来的负债(政府

一般通过免收土地使用费和其他资产使用费来补偿新的所有者)。总

体上来说 ,镇政府只能从出售的18个总固定资产为 1个多亿的企业中

收取大约 2百多万的资金。这些信息还不包括剩下的三个当时还未完

成改制的企业 ,其中有两个严重亏损。最差的一个总负债在 1亿以上 ,

镇政府正考虑让它破产 ,若如此 ,银行将遭受严重的损失。相比之下 ,

万光的情况要好一点 ,在我们所调查的 22个镇办企业中 ,13个有净资

产 ,尽管总量并不大 。镇政府只能从出售的 23个企业中收取 667万现

金。与此同时 ,表上未列出的另外两个破产企业总负债达到了 3500

万。

至此我们可以说 ,苏南的改制基本上是一个白送(give away)的改

制 ,即新的所有者基本上不用付出什么资本 ,就白白地得到了企业。当

地称这种改制为“零资产转移” ,意指新的所有者只需在得到所有资产

的同时 ,承担所有的负债就行了。因而也就不奇怪为什么改制以后苏

南一夜之间就出现了一批百万富翁 。

相比之下 ,温州的公开竞争则使得这个问题不那么严重 。①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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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些学者(如张军 , 2003)认为乡镇企业改制过程中的企业价值人为低估 、集体资产流失
的根源并不在改制本身 ,而在于与改制配套的资本市场 、经理人市场尚未建立健全。作

者对这种论断并不认同。本文力图揭示改制方式影响资产定价这一现象及其成因。



现任的经营者自己也不敢完全确定他是否能够在最后的竞标中胜出 ,

他们没有那么大的动机去改账(结果可能是为别人做了一锅饭)。同

时 ,其他方式的资产转移也因为当地政府比较紧密的监控 、别的管理人

员和工人的监督而变的不太可行 。最后 ,公开竞争一般情况下都提高

了基点价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低价贱卖公有企业的情况 ,正像前

述乳制品厂的例子展示的那样 。这支持了罗兰德(Roland ,2000:246)的

论断:竞争性的投标能够有效地缓解内部人控制和信息约束的问题。

六 、结　论

本文分析了苏南和温州乡镇企业改制背后的政治约束 。尽管财政

约束 、监管约束和信息约束能够部分解释两地改制方式的差异 ,但根本

原因是两地面临的不同的政治约束 ,即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权力关系 ,以

及两个精英群体(干部与乡镇企业经营者)之间的权力关系 。两个地方

政府不同的社会治理行为和地方权力关系 ,解释了什么样的改制方案

被提出以及有效地得到实行。苏南不透明的改制是当地倾斜的权力关

系———地方(社区)政府和社区精英控制和支配了政治和经济资源 、大

多数人没有参与权力的必然结果 。温州相对透明的改制 ,反映了当地

政府和人民之间新型的相对均衡的权力关系 ,这种权力关系是群众能

动性得到充分发挥和民营企业发展的结果。

从表面上看 ,苏南近乎“休克疗法”的改制似乎是一场革命性的变

革 ,但它恰是过去社会主义时期和乡镇企业发展阶段形成的自上而下

的权力关系和制度安排的必然产物 。改制过程彰显了这种制度安排赋

予干部的权力资源和优势地位 ,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干部和经营者结盟

兑现 消费其权力资源(寻租)的途径。同样道理 ,温州相对透明的改制

也是其历史遗产和权力关系的产物:传统社会主义时期薄弱的集体经

济基础使得温州在市场机会来临的时候走上一条自下而上的人民(或

企业家)主导选择的发展道路;而恰是这种选择 ,衍生出了一种新型的

权力关系 ,催生了一个相对独立和强大的企业家阶级 ,并开始形成一种

精英竞争的阶级关系与社会政治格局。由此不难看出 ,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结构转型表现出了其路径依赖的特征 ,即:以往的权力结构和制度

遗产影响着转型的发展选择及其社会政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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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的改制对财富分配产生了重大影响 ,造成一个两极分化的社

会结构。改制成了新旧秩序的分水岭。原来乡镇企业里管理者和职工

的关系在改制后出现了变化:经营者变成了资产所有者 ,工人变成了打

工仔;两者的收入差距迅速拉开 ,如据作者对那力村的调查 ,1987年村

办企业厂长经理的收入大约是工人的 5倍;而在 2001年 ,改制后的企

业所有者与工人的收入差距达到了大约 30倍 ,一个厂老板的收入甚至

是其 150个工人收入的总和(Zhang , 2003a)。两者的关系出现了剥夺

与被剥夺的质性变化 。在集体积累的基础上 ,一些原乡镇企业的厂长

经理迅速致富 ,成为当地的富人 ,苏南原来规模企业的经营者变成了当

地的大企业(资本)家 。改制以前社区中倾斜的权力关系逐渐转化成为

倾斜的财富分配关系;过去宣称的苏南的共同富裕被一个日益扩大的

收入两极分化的格局所取代。

改制方式的选择也可能对两个地方的政治前景发生影响。苏南的

历史遗产和改制后迅速出现的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使精英联盟成为可

能。①如以上所分析的 ,苏南的政治格局本来就是一个精英政治的格

局 ,改制后这种局面很可能会持续并进一步加强。从历史角度看 ,获致

财富的途径使苏南的企业家在政治上容易变得保守。以不公正的方式

获致财富变成了苏南“管理型资本家”(即原来乡镇企业的经营者通过

改制而变成的资本家)的“原罪” 。“管理型资本家”不是成为人们羡慕

和景仰的对象 ,而是成了人们憎恨和嫉妒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 ,同政

府官员结盟 ,维持现有社会秩序就成了苏南企业家的利益所在。

与此同时 ,苏南社会结构的两极分化也为精英联盟提供了可能性

和动力。处在社会顶端的少数几个当权者和少数几个有钱人总是更容

易实现联盟(当然不一定是正式的)。正如奥尔森所分析的 , “特殊利

益”小群体 ,或者说“既得利益者” ,常常能自愿组织起来采取行动支持

其共同利益(曼瑟尔·奥尔森 , 1995:30 , 151)。在苏南 ,经济精英要保持

其经济方面的支配地位 ,而官员们则希望保持其权威 。为达到这一目

的 ,双方都需要将民众保留在原来的位置 ,防止更多的人参与到当地政

治生活中 。这种联盟关系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地方威权主义。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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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我的博士论文中我对精英联盟的前提 、机制和实现路径有详细的讨论(参见 Zhang ,
2003b)。我也会在以后的文章中专门讨论这些问题。 这里只是粗略谈及改制的政治后

果。



南仍由政府控制和社区精英主导的村级选举正好反映了这一政治现实

(Zhang , 2003b)。因此 ,我并不同意邱泽奇(1999)关于乡镇企业改制宣

告了地方威权主义的终结的论断 。事实也逐渐表明 ,改制虽然在一定

程度上改变了地方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传统的领导 —从属关系(即

乡镇企业受乡镇政府管理 、经济精英服从政治精英),使得经济精英获

得了更显赫的地位 ,两个群体之间的关系也较改制前有所疏远 ,但由于

他们的历史性联系 ,更重要的是在新的形势下两个精英群体的相互需

要 ,精英联盟有着非常现实的可能性。① 经济精英需要政治精英帮助

他们提供好的经营环境 、稳定社会秩序 、对付外在的和上边的掠夺等;

而政治精英则需要经济精英帮助他们完成经济发展目标。如在改制以

后 ,苏南很多地方的政府都提出了“为企业服务”的口号 ,把服务企业作

为工作的重要目标;而苏南在历史上形成的强大的干部考核机制则为

政治精英同经济精英的结盟实现 ,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②

相比之下 ,温州的发展道路及其由此而形成的阶级结构和权力关

系则使精英竞争成为可能 。温州快速成长的私营企业催生了一个相对

独立和强大的企业家阶级 ,他们以其强大的经济资源优势 ,成为地方社

会治理及社会政治生活中一支难以替代的力量 ,对政府行为产生了潜

在的 、巨大的影响。如前所述 ,温州的私营企业是在政府控制之外大量

成长起来的。正是由于地方政府没有能力发展当地经济 ,特别是发展

集体企业 ,才为私营企业留下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随着时间的推移 ,

企业数量迅速增多 ,规模日益扩大 ,企业家阶级也随之成长壮大 。他们

对政府治理有强烈的要求 ,如提高效率 、改进服务 ,获得更大的政治参

与空间等 。近年来大量出现的由企业家组织的商会和协会 ,承担了一

些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协调功能 。这说明这种由经济领域的活动向政治

空间发展的潜力完全可能变成现实 。

另一方面 ,温州的私营企业家们也没有苏南“管理型资本家”那样

的历史和心理负担。他们是靠市场机遇和自己的努力而致富 ,从竞争

中成长起来的。在温州 ,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往往成为人们羡慕和追求

的对象 ,整个社会对富人和财富的理解和容忍程度也相对较高。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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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据作者对许多地方的研究和观察 ,苏南的干部评估机制是最强大的。

康晓光(2002)在分析 9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的发展走向时提出 ,精英(政治精英 、经济精

英和知识精英)联盟已成为当今中国的政治现实。他的研究着重从宏观层面描述 , 而我
的研究则是微观的实证研究。



事实使得企业家阶级更为自信 。因此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害怕竞争。

从社会结构上来说 ,温州面广量大的企业家阶层(温州的社会结构

呈纺锤状 ,中间大两头小 ,参看Zhang , 2003a;胡宏伟 、吴晓波 ,2002)和

社会流动的频繁也使得精英竞争更具可能性。根据集体行动的逻辑 ,

来自成员之间的竞争要比人数众多的自发群体更有可能组织起来并形

成联盟。企业家之间围绕着市场 、权力 、地位 、声望等的竞争 ,促使地方

(基层)政治和社会出现了竞争性的格局 ,如 ,温州的村级选举正是因为

有大量富人的参与才变得非常激烈(Zhang , 2003b)。也就是说 ,不同于

苏南的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的联盟 ,在温州 ,经济精英对政府加以制约

的要求和经济精英之间的激烈竞争已经成为一个相当突出的社会政治

生活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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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 has concluded three risk shifting channels that closely related with local

governments' behavior.Finally , the author discusses several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ural Corporative Funds under the situation of soft-risk-constraints:its neglect toward
lower rates of loan returning , and its impulsion of tolerating lower rates of reserve.The
practical relevance of this article is its attention and examin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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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atization in Sunan and relative transparent privatization in Wenzhou ,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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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te and political elite , that determine who is in and who is out , whose interests is taken
care of and whose interests is sacrificed.The paper finally implicates the impac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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